
 

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加剧了“城市蔓延”吗？*

—来自地级城市的经验证据

邓涛涛，王丹丹
（上海财经大学 财经研究所，上海 200433）

摘   要：中国高速铁路大规模建设加速了城市的人口流动和土地开发。然而，二者的推进缺乏

协调性，当前中国土地城镇化速度明显超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需求，从而导致了城市蔓延现象。文

章采用双重差分方法，以 2007 年−2015 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中国高速铁

路建设与城市蔓延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高速铁路已成为诱发中国城市蔓延现象的重要因素。逐

年检验的结果显示，随着中国高速铁路的不断推进，由高铁导致的城市蔓延现象呈现出阶段性特

征。在此基础上，文章将城市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研究发现，规模较大城市、东部地区城市和设

高铁站于城市外围的城市蔓延水平受高速铁路的影响更大。因此，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在把握高速

铁路开通机遇的同时，应积极规避高速铁路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城市建设布局更加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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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指出，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暴露出一些矛盾

和问题，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使得土地资源粗放利用，浪费大

量的耕地资源”。当土地城镇化速度与人口城镇化速度不协调且快于人口城镇化时，城市空间容

易发生快速、不连续和低密度的扩张，从而导致城市蔓延现象（王家庭等，2015）。中国正处于城

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人多地少是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何有效避免城市蔓延

进而更加集约高效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总结学术界关于城市蔓延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

领域对单样本城市特定年份蔓延水平的测度分析（蒋芳等，2007；孙平军等，2013；张琳琳等，

2014）；第二，经济学领域对城市蔓延形成的决定因素探究，如政府行为（秦蒙等，2016a）、市场不

确定性（刘修岩等，2016）和城市房价上涨（王家庭和谢郁，2016）等因素对城市蔓延的影响；第三，

城市蔓延造成城市生产效率损失（秦蒙和刘修岩，2015）和雾霾污染（秦蒙等，2016b）等问题研究。

这些文献分别围绕城市蔓延的测度、城市蔓延的成因以及城市蔓延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等进行了

分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蔓延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

城际交通基础设施规划直接影响沿线土地开发行为，致使城市空间向郊区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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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高速铁路大规模建设期，运输成本的降低加速了城市之间人口、货物和生产要

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高速铁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Willigers 和

Wee，2011；Li 等，2018）。一方面，高速铁路建设促进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扩大了劳动力的流动

范围（Guirao 等，2018），扩大了城市的人口规模（Sands，1993；Verma 等，2013）。另一方面，高速铁

路影响了站区周边的房屋价格（Geng 等，2015），改变了站区周边的土地利用模式。高铁建设所带

来的以交通基础设施为导向的城市扩张，影响着整个城市的空间布局（Garmendia 等，2012；

Shen 等，2014）。

由此可见，已有文献已注意到高铁建设对城市人口规模变化和空间范围扩张的推动作用。然

而，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当前中国城市空间的扩张速度明显超出了城

市人口增加对土地的需求，从而导致土地利用强度下降和粗放发展，即城市蔓延现象出现。因

此，本文以城市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增速不一致导致的城市蔓延现象为着力点，探讨中国高铁建

设是否是引发城市蔓延的诱因，如果是，那么高铁对于不同类型城市蔓延的作用效果是否相同

呢？本文通过检验高铁与城市蔓延的因果关系，探讨高速铁路引发城市蔓延的作用机理，希望能

为政府制定有效措施以规避高铁负面效应提供依据。结合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以及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具体要求，本文对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高铁建设与城市空间布局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学术贡献体现在：第一，丰富了对城市蔓延影响因素的认识。本文结合中国人口和

土地城镇化的现有形势，聚焦高速铁路建设这个重要交通因素，采用科学的计量方法进行实证

检验，深入分析了高速铁路建设是否是引发城市蔓延的诱因。第二，中国的城市蔓延机制不同于

发达国家，城市规模等级、区位特点以及高铁设站选址等因素会使不同城市蔓延水平受高铁的

影响程度有很大差别。本文将中国城市按照特征分类来检验高铁开通对不同类型城市蔓延水平

的差异性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高速铁路对城市蔓延的影响路径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Krugman，1991；Krugman 和 Venables，1995；Fujita 等，

1999）重点关注了外部规模经济与交通成本的相互作用，并以此解释区域工业集中、区域中心和

外围格局产生的原因。高速铁路通过提高城市的交通可达性和降低城市之间的运输成本强化了

地区间的时空收敛效应，成为要素自由流动和交易成本下降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将从集聚效应、

收入效应和城市发展三方面，分析高速铁路对城市蔓延的作用机制。

1. 集聚效应导致城市蔓延。一是企业集聚。高速铁路开通有助于推进经济要素在城市的集

聚，尤其会对生产要素流动性强的服务业产生重要影响（董艳梅和朱英明，2016；邓涛涛等，

2017），并可影响企业办公的区位选择（Willigers 和 Wee，2011）。二是劳动力集聚（Lin，2017）。高

速铁路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成本，扩大了劳动者的就业范围。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劳动

力从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流向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导致城市人口规模变化并加剧了人口分布

的不均衡（Sasaki 等，1997；Sánchez-Mateos 和 Givoni，2012）。在市场体制下，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

和企业数量的增加，使城市土地需求不断扩大，由于房地产商看好市场，为了降低建设成本，其倾

向于不断向郊区发展，最终导致城市蔓延。

2. 收入效应使城市蔓延现象加剧。交通基础设施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Aschauer，

1989；张学良，2012；Deng 等，2014），高速铁路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一

方面，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会增加对住宅的需求，相较于城市内部土地供给不足，郊区土地可开发

空间大，具有地价低和环境好等优势，居住区会逐步向郊区延伸。另一方面，城市空间是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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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载体，市场规模扩大导致对土地的需求增加，尤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的迅猛发展，增加了对城市用地的需求。企业和个人均倾向于选择城市周边地价较低的郊区，从

而引起城市的蔓延发展。

3. 城市自身发展需求。中国城市一般倾向于在城市外围（包括城市建成区边缘和远郊区）新

建高铁站。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内部土地成本较高，且新修高铁线路对城市内部设施影响较大。

高铁站点周边便捷的交通集聚了大量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将带动零售、餐饮等服务业发展，

往往可以形成以高铁站点为核心的新商业圈。政府借助高铁红利带动城市的发展，在城市外围

规划建设高铁新城和开发区等做法直接带动了城市蔓延。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1：相比

于没有开通高速铁路的城市，开通高速铁路的城市蔓延现象更为严重，即高速铁路建设加剧了城市蔓延。

高铁建设加剧城市蔓延的传导机制如图 1 所示：

（二）城市特征与城市蔓延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城市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本部分从城市特征方面分析高铁对城

市蔓延的影响机理。（1）城市规模特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发展较为成熟，市区人口已经趋于饱

和或过饱和，政府为缓解人口压力往往会超前规划城市建设，居民为躲避高房价或提升居住质

量更倾向于选择郊区来满足自身需求。此外，大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良好，相对于中小城市来说，

更有动力和潜力利用高速铁路建设来促进郊区的发展，期望实现城市空间的“多中心”发展。（2）

城市区位特征。中国东中西部城市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东部地区城市分布比中西部更为密

集，高铁发展加强了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会产生“同城效应”。根据“点—轴”理论，高速铁路沿

线形成发展轴线和“经济走廊”，使东部城市市场逐渐融合为一体，在产业分工、商务活动和休闲

旅游等方面建立起广泛的分工合作关系，因而城市之间逐渐消除边界概念，空间范围不断扩大。

（3）高铁设站位置。政府谋求依托高铁红利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建设水平，会加大在高铁新城、工

业园和开发区上的投入，而居民为便捷出行或改善居住条件，也会倾向于选择临近高铁站的郊

区来满足自身需求。此外，高铁站离市中心越远，由于交通导向的原因，会使城市空间向高铁站

方向扩张，导致城市蔓延。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城市蔓延与城市规模有关，高速铁路对规模较大城市的蔓延水平影响更大。

假说 3：城市蔓延与区位条件有关，高速铁路对东部地区城市的蔓延水平影响更大。

假说 4：高铁站离城市中心越远，高速铁路对城市蔓延的影响越大。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城市蔓延的测度

关于城市蔓延的测度有多种方法。在经济学文献中，通常使用人口/就业密度、城市建成区

高铁建设
土地需求

（土地城镇化）

城市蔓延

人口集聚

（人口城镇化）

工业企业集聚

收入增加

高铁新城、开发区

土地城镇化快于

人口城镇化

促进 推升

图 1    高铁加剧城市蔓延的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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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增长率以及人口—土地增长弹性等指标来测度城市蔓延。也有学者指出，对城市蔓延状态

影响最核心的指标是人口居住密度（Lopez 和 Hynes，2003；Fallah 等，2012）。这些测度方法均是以

区域人口密度为测度对象计算城市蔓延指数。现实中人口在某一区域内的分布密度是不均匀

的，区域样本大小及位置选取均会影响计算结果。

城市蔓延的测度主要有单指标法和多指标法（刘洪银和王向，2015），多指标法在数据和技术

处理要求上比单指标法高，通常不适合用于计量分析。利用综合的单指标足以说明城市空间的

过度扩张。本文目的在于探究城市土地扩张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不一致性，根据已有研究（王

家庭和张俊韬，2010；王家庭等，2015）做法，本文用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速与城区人口增速之比

表示城市蔓延指数。该方法相对简洁，并能直接体现出各城市人口的低密度蔓延特征。

SPRAWLit =
(LURit/LURi0)
(PURit/PURi0)

（1）

其中，SPRAWLit 表示城市 i 在 t 期的蔓延指数；LURit 表示城市 i 在 t 期的建成区面积，LURi0 表示

基期城市建成区面积；PURit 表示 t 期 i 城市的城区人口，PURi0 表示 i 城市基期城区人口。《中国

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从 2006 年开始统计城区人口数据，本文以 2006 年作为基期求得 2007−

2015 年城市蔓延指数。

（二）高速铁路对城市蔓延的影响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检验中国高速铁路建设是否加剧了城市的蔓延现象。双重差

分估计的主要思想是：通过计算外生的公共政策带来的横向单位和时间序列两个方面的差异，

最终识别公共政策的“处理效应”（周黎安和陈烨，2005）。中国高铁作为国家战略主要用于连接

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中心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而区域其他城市是否开通高

铁，主要取决于该城市是否位于中心城市之间的连线上。因此，参考已有学者（张克中和陶东杰，

2016；Qin，2017）做法，本文的研究对象不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这样在很大程度

上能够避免因高铁与城市发展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全国地级市分为

受高速铁路开通影响的处理组和不受高速铁路开通影响的对照组。通过双重差分方法计算处理

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高速铁路开通）前后的变化量，然后再计算两组变化量的差值，即求得倍

差，从而衡量高速铁路开通对城市蔓延影响的净效应。变量“是否开通高速铁路”将城市开通高

速铁路的当年和此后取值为 1，否则为 0。另外生成 7 个指标变量，探究每一年高铁开通对于城市

蔓延的影响，如果 2009 年该城市开通高铁，则 HSRi2009 等于 1，否则为 0，以此类推。估计模型如下：

SPRAWLi t = α+β×HS Rit +γ×Xit +ui+ vt +εit （2）

其中，SPRAWLit 为第 i 个城市在 t 期的城市蔓延指数，体现为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速与城区人口增

速之比。HSRit 为组间虚拟变量，HSRit=1 时为处理组，HSRit=0 时为对照组，表示 i 城市在 t 期是否

开通高速铁路。ui 为个体固定效应，vt 为时间固定效应。β 为双重差分统计量，也是本文重点关注

的结果，这里度量的是高速铁路开通的影响净效应。如果该统计量为正且在一定统计水平下显

著，则表明高速铁路开通促进了城市蔓延；如果该统计量为负且显著，说明高速铁路开通能抑制

城市蔓延；如果该统计量不显著，则表明高速铁路开通对城市蔓延的作用效果不明显。εit 为残差

项。Xit 为控制变量，结合相关文献，本文加入经济因素、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等作为控制变量。

1. 经济因素：用人均 GDP（PGDP）的对数值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会直接决定城

市发展水平。2. 市场因素：产业结构（IND）用二三产业占 GDP 比重表示，第二、三产业发展对城

市用地需求的提高会影响城市蔓延；用房地产投资总额占 GDP 比重表示房地产投资（REAL），房

地产投资水平不仅能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对住房需求也会增加，这会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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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向郊区扩张。3. 政府因素：用人均道路面积表示市内交通（TRA），人均道路面积表示城市交

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居民更倾向于房价较低的郊区，因而市内交通能直接影响人口的低密度

扩张；政府支出（GOV）反映政府政策和政府干预对城市蔓延的影响，用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表示。

（三）高速铁路对不同类型城市蔓延的影响

基本模型反映了高速铁路对城市蔓延的总体影响。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选取城市规模、城

市区位和高铁站位置三个城市特征作为分类标准，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高铁开通与城市特

征的交叉项来检验高速铁路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影响。估计模型如下：

SPRAWLit = α+β1×HS Rit +β2(CHARAi×HS Rit)+ r×Xit +ui+ vt +εit （3）

CHARAi 分别代表城市规模①SIZEi、城市区位②LOCAi 和高铁站位置 SITEi。交互项系数表明高

铁开通对不同类型城市蔓延影响的差异。如果交互项系数 β2 显著，说明高铁对不同类型城市影

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若交互项不显著，说明高铁对于不同类型城市蔓延水平的影响没有显著

的差别。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以 2006 年为基期计算城市蔓延指数，因此城市特征的分类标准亦根据

2006 年来确定。（1）SIZEi 是 2006 年 i 城市的人口规模。本文将城市规模设置为虚拟变量，即城区

人口小于 100 万的城市为中小型城市，赋值为 0；城区人口 100 万以上的城市为大城市，赋值为 1。

（2）LOCAi 为城市 i 的区位虚拟变量。中西部开通高速铁路的城市数量较少，因此将中西部城市

合并为一组，位于东部地区城市 LOCAi 设置为 1，位于中西部城市 LOCAi 设为 0。（3）SITEi 为高铁

站位置虚拟变量。由于每个城市的形态并不规则，如果单纯根据高铁站与行政中心之间的绝对

距离评价高铁设站区位会存在一定的误差。本文根据高铁车站与行政中心之间的相对距离来评

价高铁设站区位。具体做法如下：首先，假设城市沿市中心均匀地向周围扩张，城市空间接近圆，

求得各城市的半径。其次，根据百度地图搜索各城市高铁站与市政府的交通距离。最后，比较交

通距离与城市半径大小。如果交通距离大于城市半径，则认为该城市高铁站在城市外围（建成区

边缘或远郊区），SITEi 赋值为 1；如果交通距离小于城市半径，则认为该城市高铁站处于城市内

部，SITEi 赋值为 0。

（四）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出文章所需数

据。研究对象为地级市市辖区，城区人口数据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自《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市辖区数据。实证研究区间为 2007−2015 年，人口和建成区面积数据为 2006−
2015 年。高速铁路开通数据根据国家铁路局网站开通线路依次查询，我们查询了 2006−2015 年

期间新开通的高铁线路和高速铁路站，主要包括 G 字头和 C 字头列车 ③。如果是上半年（6 月

邓涛涛、王丹丹：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加剧了“城市蔓延”吗？

① 2014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对原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了调整，明确了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新

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 50 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 20 万以上 50 万以

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 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50 万以上 100 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 3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 万以上 300 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以上 1 000 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 000 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因此，本文根据此标准进行分类，城区人口

100 万以上为大城市；100 万以下为中小城市。

② 东中西部地区省市划分方法按国家统计局网站标准。

③ 欧洲早期组织国际铁路联盟（UIC）将旧线改造时速达 200 公里、新建时速达 250−300 公里定义为高速铁路。中国在 2014 年 1 月 1 日

起正式实施的《铁路安全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高速铁路是指设计开行时速 250 公里以上（含预留），并且初期运营时速 200 公里以上的客运

列车专线铁路。根据中国高速铁路定义，D 字头列车主要是在既有线路上改造提速而成，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高速铁路。因此，本文中的高速

铁路为新建高速铁路线，主要包括 G 字头和 C 字头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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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之前）开通高速铁路，则认为是当年开通，如果是下半年（7 月 1 日及以后）开通，则认为开通

时间为下一年（张克中和陶东杰，2016）。中国首条高铁为 2008 年 8 月 1 日的京津城际高铁，因此

将 2009 年作为高铁开通第一年。

另外，考虑到一些城市在研究区间内设立，剔除新设立的城市。①考虑到高铁建设的内生性

问题，研究样本剔除了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因此研究数据共包括 250 个地级市。考

虑统计年鉴中个别指标数据缺失问题，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高速铁路开通对城市蔓延的影响

本节重点关注高铁建设对于城市蔓延的因果效应，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高速铁路对于城

市蔓延的总效应，并考察高铁逐年开通对于城市蔓延的影响。中国首条高铁为 2008 年 8 月 1 日

开通的京津城际高铁，根据本文的处理方法，认为高铁效应从 2009 年开始，以此类推。表 2 汇报

了高速铁路对城市蔓延影响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估计了高速铁路对于城市蔓

延的总体影响。模型（3）和模型（4）估计了高速铁路逐年开通对城市蔓延的影响。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SPRAWL 城市蔓延指数 1.2546 0.4032

HSR 2007−2014 年是否开通高速铁路 0.1533 0.3604

lnPGDP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值 10.5413 0.6482

IND 第二三产业占 GDP 比重 0.9231 0.0776

REAL 房地产投资占 GDP 比重 0.1413 0.0981

TRA 市内交通：人均道路面积 10.9216 7.8888

GOV 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 0.2134 0.2631

SIZE 城市规模等级（中小城市取 0，大城市取 1） 0.1040 0.3053

LOCA 城市区位（位于东部地区取 1，中西部取 0） 0.2920 0.4548

SITE 高铁站位置（位于城市外围取 1，城市中心取 0） 0.8174 0.3865

　　数据来源：由作者计算。

表 2    高速铁路开通对城市蔓延的影响：DID 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HSR 0.036**（2.19） 0.042**（2.57）

HSRi2009 0.163***（6.26） 0.178***（5.43）

HSRi2010 0.077（1.59） 0.091*（1.73）

HSRi2011 0.040（1.45） 0.047（1.63）

HSRi2012 0.050*（1.67） 0.061**（2.01）

HSRi2013 0.073（1.63） 0.077*（1.69）

HSRi2014 0.049（1.50） 0.051（1.47）

HSRi2015 −0.013（−0.39） −0.006（−0.17）

lnPGDP 0.023（0.81） 0.021（0.58）

TRA 0.004*** （3.05） 0.004（1.16）

  2018 年第 10 期

① 毕节市和铜仁市设立于 2011 年，三沙市设立于 2012 年，海东市设立于 2013 年。考虑到本文实证研究区间为 2006−2014 年，所以样

本未包括新设立的四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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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是不含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HSR 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模型（1）的基

础上加入了可能影响城市蔓延的控制变量后，HSR 系数依然显著。模型（1）和模型（2）说明高速

铁路的开通显著地加剧了城市的蔓延水平，验证了本文的假说。控制变量中，市内交通（TRA）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促进了城市的蔓延，城市内部交通基础设施改善能够促进人口从城市中心向

郊区迁移，加剧城市空间范围的扩张。模型（3）和模型（4）估计了高速铁路开通以后每一年对城

市蔓延的作用效果。回归结果显示，2009 年、2010 年、2012 年和 2013 年高铁开通系数在统计上

具有显著性，高铁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这说明这四年高速铁路开通加剧了城市蔓延现象。值

得注意的是，高铁开通后期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本文研究对象为新建高铁线

路，大部分新建高速铁路站位于城市建成区外围或远郊区。而高铁新城和新区成为政府拉动地

方经济新的增长点，也是城市扩张、房地产开发和卖地收入的新战场。因此，政府首先占用农用

地进行开发建设，土地扩张超前且快于人口的扩张速度，因而开通高速铁路初期对于城市蔓延

的影响更为显著。各城市高速铁路开通以后，一方面是在前期开发的土地上继续建设，城市土地

开发利用强度趋于平稳，另一方面高铁站区发展不断成熟，吸引人口逐渐增加，二者综合作用使

得高铁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减弱或不显著。

（二）高速铁路对不同类型城市蔓延的差异化影响

1. 城市规模效应。上一节检验了高铁对于城市蔓延的总效应，本节重点分析高速铁路对于

不同类型城市影响的异质性。首先，我们考察不同规模城市的蔓延水平受高速铁路影响的差

异。不同规模城市空间特征不同，对人力等资源要素的集聚能力不同，而城市蔓延发生的主要原

因在于城市空间扩张与人口增长。因此，高铁对于不同规模城市的蔓延影响也会呈现不同的特

征。本文加入高铁与城市规模的交叉项（SIZE×HSR）来表示高铁对不同规模城市蔓延影响的差

异，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回归。

续表 2  高速铁路开通对城市蔓延的影响：DID 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IND 0.407（1.59） 0.430（1.17）

GOV −0.028 （−1.24） −0.024（−1.30）

REAL 0.027（0.37） 0.028（0.23）

Constant 1.063***（88.71） 0.420 （1.48） 1.063***（53.79） 0.418（0.96）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R2
0.292 0.305 0.295 0.307

N 2 250 2 208 2 250 2 208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资料来源：由作者计算而成。下表统同。

表 3    高速铁路对不同规模城市蔓延的影响：固定效应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HSR
0.032*

（1.82）
0.032*

（1.81）
0.028
（1.61）

0.029*

（1.66）
0.028
（1.60）

0.028
（1.60）

SIZE×HSR 0.021
（0.57）

0.033
（0.87）

0.083**

（2.19）
0.083**

（2.21）
0.082**

（2.17）
0.082**

（2.17）

lnPGDP 0.038
（1.48）

0.052**

（2.00）
0.032
（1.14）

0.030
（1.07）

0.031
（1.08）

TRA
0.004***

（3.00）
0.004***

（2.97）
0.004***

（3.01）
0.004***

（3.00）

IND
0.437*

（1.72）
0.419
（1.65）

0.41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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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交叉项系数变得显著，这与假说 2 的预期相符，说明受高速铁

路建设的冲击，大城市的蔓延现象更为严重，高铁开通使大城市的蔓延比中小城市快 8.2% 左右。

可能原因有两点：第一，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删除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以后的地级市，其中，大城市

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城市空间扩张的需求更高。中小城市经济实

力有限，城市扩张动力不足，城市土地扩张速度较慢；第二，规模较大的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更

大，高铁建设加速了人口的流入，这类城市发展较为成熟，市区人口密度趋于饱和，房价水平较

高，居民为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更倾向于选择远郊区离高铁枢纽更近的区域，使郊区人口密度

远小于城市中心，进而导致了城市蔓延。与 DID 模型中高速铁路整体效应相同，市内交通（TRA）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城市快速发展阶段，市内公共交通和高速铁路的共同作用加剧了城市的蔓延。

2. 城市区位效应。本文从城市区位特征入手，加入是否属于东部、中西部表征城市区位的虚

拟变量和高速铁路的交互项（LOCA×HSR），检验高速铁路开通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城市蔓延影

响的差异。模型中系数 β2 表示高速铁路开通对不同区位城市蔓延影响的差异。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与城市规模特征部分相同，本节亦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估计。

续表 3  高速铁路对不同规模城市蔓延的影响：固定效应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GOV −0.027
（−1.21）

−0.027
（−1.18）

REAL 0.038
（0.52）

Constant
1.063***

（88.70）
0.682***

（2.65）
0.502*

（1.95）
0.298
（1.05）

0.338
（1.19）

0.338
（1.19）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292 0.292 0.304 0.305 0.306 0.306

N 2 250 2 226 2 210 2 210 2 210 2 208

表 4    高速铁路对不同区位城市蔓延的影响：固定效应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HSR −0.016
（−0.78）

−0.019
（−0.96）

−0.023
（−1.15）

−0.022
（−1.12）

−0.023
（−1.16）

−0.022
（−1.12）

LOCA×HSR
0.123***

（4.36）
0.139***

（4.85）
0.161***

（5.66）
0.162***

（5.70）
0.161***

（5.66）
0.160***

（5.61）

lnPGDP
0.047*

（1.85）
0.058**

（2.18）
0.038
（1.35）

0.036
（1.29）

0.036
（1.28）

TRA
0.004***

（3.08）
0.004***

（3.05）
0.004***

（3.08）
0.004***

（3.07）

IND
0.463*

（1.84）
0.446*

（1.77）
0.441*

（1.74）

GOV −0.025
（−1.11）

−0.024
（−1.08）

REAL 0.023
（0.32）

Constant
1.063***

（89.12）
0.590**

（2.31）
0.436*

（1.72）
0.220
（0.78）

0.255
（0.91）

0.257
（0.91）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299 0.300 0.314 0.315 0.316 0.316

N 2 250 2 226 2 210 2 210 2 210 2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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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的回归结果显示，逐步加入控制变量，交叉项系数估计结果始终显著为正，与假说 3 预

期一致。这说明高速铁路开通对东部地区城市蔓延的作用更强，高铁的开通对东部地区城市城

市蔓延的影响比中西部地区高 16% 左右。东部地区城市的蔓延程度受高速铁路影响更大，可能

有以下四点原因：首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带来集聚和扩散效应。东部地区城市密集，城市

间人力资本竞争激烈。高速铁路开通后，在交通成本不断降低的情况下，人口更倾向集聚到竞争

力强的中心城市，并且东部城市经济均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具有发展的需求和潜力。因此，

东部地区城市蔓延现象受高铁影响更为严重。其次，东部地区相比于中西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

更完善，各城市间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同城化趋势也更强，城市间逐渐消除了行政边界进而实现

了自身扩张效应。再次，高速铁路作为重要的客运基础设施，主要对人口和资本要素流动起作

用，对服务业的集聚效应最为突出。而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要远比中西部地区发达，其第三产业

集聚和发展促使城市用地需求增加。最后，在 250 个研究对象中，截至 2015 年，有 115 个城市开

通了高铁，其中，东部地区 42 个，占东部地区城市个数的 57.5%；中西部地区 73 个，占中西部地区

城市个数的 41.2%。东部地区开通高铁城市比例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且开通时间较早，而中西

部高铁开通时间集中于 2013 年以后，因此高速铁路对东部地区城市蔓延的影响更大。控制变量

中，市内交通（TRA）和非农产业比重（IND）对城市蔓延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

3. 高铁站区位效应。本文从高铁城市内部特征这个更为微观的角度检验高铁设站位置对于

城市蔓延的影响。在前文中已检验得到地级市高速铁路开通对城市蔓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此基础上，检验不同高铁站点位置对于城市蔓延影响的差异。高铁设站位置通过影响城市土

地的开发利用而影响城市的空间布局，会直接影响城市蔓延水平。为检验高铁站的区位效应，在

城 市 开 通 高 速 铁 路 的 基 础 上 ， 本 文 加 入 城 市 高 铁 站 位 置 变 量 和 高 速 铁 路 的 交 叉 项 （ SITE×
HSR）来分析城市高铁站点位置特征对城市蔓延的不同影响，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回归模型中，交互项系数 β2 表示高铁站位于不同位置对城市蔓延影响的差异。与假说 4 的

预期一致，交叉项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这说明高铁站点位于城市外围时，高速铁路开通对城市蔓

延的影响更大，会比高铁站位于城市内部时的影响高 11% 左右。中国各地级市为了应对城市发

表 5    高铁站位置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固定效应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HSR −0.043
（−1.03）

−0.045
（−1.33）

−0.043
（−1.06）

−0.043
（−1.06）

−0.049
（−1.20）

−0.045
（−1.09）

SITE×HSR
0.108***

（2.66）
0.111***

（2.68）
0.113***

（2.83）
0.115***

（2.88）
0.115***

（2.91）
0.108***

（2.69）

lnPGDP 0.006
（0.11）

−0.004
（−0.10）

−0.020
（−0.46）

−0.031
（−0.70）

−0.024
（−0.53）

TRA
0.016***

（5.13）
0.016***

（5.09）
0.017***

（5.39）
0.016***

（5.29）

IND 0.591
（1.07）

0.688
（1.25）

0.665
（1.21）

GOV
−0.166***

（−2.89）
−0.169***

（−2.94）

REAL
0.241*

（1.93）

Constant
1.063***

（53.82）
0.996*

（1.76）
0.936**

（2.24）
0.556
（1.02）

0.585
（1.07）

0.508
（0.93）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281 0.281 0.314 0.315 0.321 0.324

N 1 035 1 015 1 006 1 006 1 006 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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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城市空间扩张，将高铁站点建在城市外围，直接扩大了城市的空间范围。可能的原因有：第

一，政府希望利用高铁带来的红利形成城市新的增长节点，以实现城市的多中心发展。但是，中

国高铁建设时间仍相对较短，城市扩张与城市新经济中心的形成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城市的发

展速度明显滞后于高铁建设所带来的城市空间扩张速度；第二，高铁站点修建以后，周边配套设

施并不一定能够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城市外围高铁站点周边的人口数量无法在短时间内大量

集聚，因而形成了城市人口低密度扩张的趋势；第三，高速铁路站点建设在城市外围可能引起城

市的郊区化，如高铁新城的修建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交通因素的影响下，人们的居住

地逐渐向郊区转移，郊区的人口密度也远低于城市中心，使城市出现低密度的蔓延。

（三）稳健性检验

在使用双重差分方法（DID）估计时，应保证处理组和对照组在高速铁路未开通之前具有相

同的趋势，为确保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度，本文进行了高速铁路对城市蔓延影响效果的趋

势性检验。将基于一个反事实的框架来评估高速铁路开通和不开通这两种情况下被观测因素

（城市蔓延指数）的变化。根据高速铁路是否开通，将样本分为受高速铁路影响的处理组和不受

高速铁路影响的对照组。如果在高速铁路开通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城市蔓延指数趋势没有

显著差异，那么就说明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蔓延具有相同的趋势。通过比较处理组和对照组的

城市蔓延指数变化，可得出高速铁路开通的实际效果。因此，只有在满足“高速铁路开通之前处

理组和对照组城市蔓延指数变化趋势没有显著差异”（即平行趋势假定）的条件下，得到的双重

差分估计量才是无偏的。本文通过反事实检验方法验证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平行趋势假设。

本文将实际开通高铁城市的高铁开通时间提前两年，分别加入高铁开通前一年（HSRi， −1）和

高铁开通前两年（HSRi，−2）两个虚拟变量与处理组变量进行检验。如果高铁开通前一年和前两年，

高速铁路对城市蔓延的影响都不显著，说明平行趋势假设满足。如表 6 中结果所示，高速铁路开

通前一年和前两年的高速铁路虚拟变量均不显

著，即高铁开通前一年和前两年，各城市是否开

通高铁对城市蔓延的影响不显著，高铁这一变

量对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影响是无差异的，处

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发生之前满足平行趋势假

设。高速铁路实际开通之后，高铁虚拟变量与处

理变量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即高速铁路的开通

显著影响了城市的蔓延水平。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主要研究结论

中国高速铁路的大规模建设直接推动了中

国城市的人口流动和土地利用的变化。然而，在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的土地城镇化速度明

显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从而出现了城市蔓延

现象。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将高速铁路开通

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 2007−2015 年中国 250

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高速铁路的

开通是否显著地加剧了地级城市的蔓延水平？

表 6    高速铁路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反事实检验

被解释变量 （1） （6）

HSRi，−2 −0.035（−0.74） −0.028（−0.69）

HSRi，−1 −0.006（−0.22） 0.001（0.05）

HSRi2009 0.157***（6.08） 0.174***（5.47）

HSRi2010 0.071（1.48） 0.087*（1.68）

HSRi2011 0.034（1.26） 0.043（1.57）

HSRi2012 0.044（1.48） 0.057*（1.95）

HSRi2013 0.067（1.58） 0.073*（1.68）

HSRi2014 0.043（1.47） 0.047（1.49）

HSRi2015 −0.020（−0.64） −0.011（−0.32）

lnPGDP 0.021（0.59）

TRA 0.004（1.16）

IND 0.436（1.19）

GOV −0.023（−1.29）

REAL 0.027（0.22）

Constant 1.079***（54.65） 0.420（0.96）

Cit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R2
0.95 0.308

N 2 250 2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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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包括：（1）中国高速铁路的开通显著加剧了城市的蔓延水平。在高铁对城市蔓延总

效应估计中，高铁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高速铁路的开通加剧了地级城市低密度的蔓延。（2）

逐年检验分析发现，高铁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特征。高铁开通前期，高铁加剧了城市

蔓延现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推进，高铁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在减弱或不显著。（3）本文从城市规

模、城市区位和高铁设站位置三个特征角度检验高铁对于不同类型城市蔓延作用的差异。首先，

高速铁路对不同规模城市的蔓延水平影响不同。大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良好，相对于中小城市来

说，更有动力和潜力进行空间扩张，因而城市蔓延程度受高速铁路影响更大。其次，根据城市区

位将城市进行分类，发现东部地区城市的蔓延水平受高速铁路影响更大。最后，通过探究高铁设

站位置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发现，高铁站位于外围的城市蔓延速度更快。

（二）相关政策含义

本研究的政策含义如下：第一，本文证实了高速铁路对于城市蔓延的因果效应，即高铁的开

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的蔓延现象。在大部分学者关注高铁带来红利的同时，本文通过翔

实的数据，证实了高铁建设对于城市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各城市在享受高速铁路带

来红利的同时，也应积极应对高速铁路站点规划带来的负面效应。第二，本文重点分析了高铁引

起城市蔓延的影响路径，城市蔓延的发生与城市本身空间扩张和城市人口增长均有关，最根本

的原因是城市土地空间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文章丰富了高铁对于城市蔓延影响机

制的解释，佐证了为何高铁对大城市蔓延的影响比中小城市更大。因此，各城市在进行人口引进

时，应对空间扩张的速度进行合理控制，使城市人口增长与城市空间扩张相协调，以便及时扼制

城市蔓延的发生。第三，文章关注了城市内部特征，即高铁设站位置对于城市蔓延的影响，得到

了建设于城市外围的高铁站对城市蔓延正向影响更大的结论，城市扩张显示出明显的交通驱动

性，因此各城市在高铁设站规划及高铁站区规划时，应与城市自身发展阶段相契合，避免盲目扩

张，以使城市布局更加科学合理。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问题是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根据本文

的研究发现，高速铁路建设已成为诱发中国城市蔓延现象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高铁开通年限

所限，本文只能观察到高铁对城市蔓延的短期影响，而高速铁路对城市蔓延的长期影响则需要

未来长期进一步跟踪研究。

　　* 本文受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高速铁路建设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研究（CXJJ-2017-453）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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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China’s High Speed Railway Construction
Aggravated “Urban Sprawl”? A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refecture-Level Cities

Deng Taotao,  Wang Danda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Summary:  The national new urbanization plan (2014-2020) points out a prominent problem in the pro-

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at is, “land urbanization is faster tha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which

makes extensive use of land resources and wastes a lot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The large-scale construc-

tion of China’s high speed railway (HSR) has simultaneously promoted urban population flow and land use de-

velopment,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affects the pace of China’s urba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

ization. However, currently there is a lack of coordination in the population-land urbanization of Chinese cit-

ies. The speed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obviously exceeds the spatial demand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eading to urban sprawl.

　　In this paper, the causal effect of China’s HSR construction and urban sprawl is empirically tested by us-

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DID) with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7 to 2015.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pening of China’s HSR has strongly aggravated urban

spraw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S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ducing urban sprawl in China; (2)

through the impact analysis of the opening of HSR in different years on urban sprawl, it is found tha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China’s HSR, urban sprawl caused by HSR opening is characterized by stages; (3)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research, this paper has classified cit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tandards and finds that

HSR has different impacts on different types of cities.

　　While most scholars pay attention to the benefits of HSR, this paper uses the empirical model to confirm

the possible negative effects of HSR construction on urban development. That is, the opening of HSR exacer-

bates urban sprawl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while enjoying the benefits led by HSR opening, local cities

should actively deal with the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s caused by HSR opening. When planning locations of

HSR stations, the railway corporation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be in line with the city’s own develop-

ment stage, so as to make urban layout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Key words:  high speed railway； urban sprawl； city size； city location； location of railway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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